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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郭志刚

内容摘要 中国已经达到低生育水平,但对真实生育率却一直迷茫,人口规划与宣传口径与实际

调查统计长期严重脱节。为了推进低生育水平研究,文章综述了低生育率类型的划分口径, 并对若干

生育率或出生漏报率的估计从方法上做了简要评论。借鉴国外低生育因素模型, 文章对中国具体情

况的研究发现: 推迟生育对总和生育率具有显著压抑作用; 而子女性别偏好对生育率的影响方式已经

从多生转向性别导向的人工流产, 因而也会显著降低生育率。文章还通过示意性测算表明, 在低生育

率研究中忽视其他抑制因素便会导致夸大出生漏报对生育率的影响。此外,文章还对近年人口流动

对流出地和流入地乃至全国生育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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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曾经在 人口研究 连着发表两篇论文(郭志刚, 2004a, b) ,认为全国生育水平可能真的

很低。我并不否认调查数据存在出生漏报,而且知道很多同行都认为生育率在 1. 8左右,但是我也有

自己的理由,因为 1990年代后期以来我一直在尝试用不同指标和方法做生育率研究。与其他研究不

同,由于并没有出生漏报程度的确凿依据,我并不试图得到对真实生育率的准确估计,而是希望用不

同方法的生育统计结果与常规总和生育率的对比,来寻找调查的很低生育率在出生漏报原因以外是

否还存在着其他可理解的重要因素,并且发现调查数据中的确存在着其他影响很大的原因 。当时正

值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刚开始, 因此我很希望提请政府有关部门和人口学同行,不要忽略中国

真实生育率很低的可能性。4年已经过去,国际国内在生育研究方面有了很多理论进展和新的数据,

我也有了更多思考, 于是很愿意应 人口研究 编辑部之邀对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问题做

一些综合性的分析与讨论。

1 低生育水平的分类

人口学原理告诉我们,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必定导向人口负增长。这种趋势并不因当前人

口结构状况所改变, 当前人口结构差别只影响到达人口负增长所需要的时间。为了简便,通常以时期

总和生育率( T FR)为 2. 1的参照来判断生育率是否低于更替水平, 而更严谨的统计参照值则应当为

妇女净再生产率等于 1。

中国的 TFR在 1990年代初就已跨过上述更替水平的门槛, 进入低生育率( low fer tility, 或 be

low replacement fert ility)行列。这一点已经成为人口学界共识,并得到了政府的认可 。但是, 在真

实生育率水平的估计上还存在着很大差异和争议。依据不同数据来源、采用不同方法的生育率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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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种尝试一直被广泛误解,不少人曾错误地将这些其他生育统计值当成我对真实总和生育率的估计而引用。

2000年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 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 。2006 年时中共中央国务

院又做出了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要求 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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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多有,但是各种估计其实都没有十分确凿的统计根据, 因此十几年来我们对中国真实生育水平一

直是不甚了了。然而如果我们不能把握当前真实生育的大体水平,也就确定不了应当采取什么样的

适当对策。

这是因为,低生育水平指的是低于 2 1水平的过于宽泛的区间,然而不同的低生育率将会导致极

为不同的人口后果。一些发达国家从 1980年代起生育水平陆续下降到很低水平, 以致引发了关于

低生育率危机 或 低生育水平陷井 的讨论。相对于早期的 人口爆炸 说法, 有人甚至还创造出 人

口内爆 ( implo sion,指向内崩陷)这么一个词。因此, 将笼统的低生育水平划分为更细口径, 有助于推

进研究与学术交流。

国际上已经存在两种关于低生育水平的划分口径:一种口径是 极低生育率 ( low est- low fert il

ity ) ,指等于或低于1. 3的T FR水平( Kohler, Billari and Ortega, 2002) ;另一种口径是 很低生育率

( very low fert ility) ,指低于 1. 5的 T FR水平( Caldw ell and Schindlmayr, 2003)。这两种口径只是约

定俗成,并没有像更替水平那样的人口统计学意义。我国学者近年还使用过 最低生育率 或 超低生

育率 的相应词汇来指这类很低的生育水平(穆光宗、涂肇庆、陈友华、李建民、陆杰华、原新, 2005)。

其中, 超低生育率 在国际人口学中并没有对应口径, 而在中国, 我觉得更早使用这个词的马小红

( 2004)、梁秋生( 2004)所描述的场合更为恰当,即与独生子女政策相联系的 T FR 低于 1. 0 的中国城

市生育率。

2 划分不同低生育率口径的意义

沿用上述低生育率划分口径, 尽管我国 2000年人口调查所公布的总和生育率只有 1. 22,但考虑

到出生漏报问题,很难肯定中国已经属于 极低生育率 类型了。鉴于 1995年以来各种全国性人口调

查的 T FR统计大体都处于 1 3~ 1 5之间, 于是中国能否属于 很低生育率 口径就需要认真加以考

虑。事实上,现有不同生育率估计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对出生漏报程度的估计。但是有关部门从来

没有公布过出生漏报方面(如数量、性别、孩次、母亲生育年龄)的具体信息, 因此有关 T FR 的调整估

计并没有真凭实据, 各种调整估计的水平更是五花八门。

不少学者认为, 多年来人口普查的出生漏报率为 30% ~ 40% ,有人甚至认为高达 50%, 那么相应

的 TFR估计就差不多为 1 8或更高。我本人则在假定出生漏报率为 18%的基础上 将自己的观点

表述为,中国 1990年代末的真实 TFR水平在 1 5以下的可能性很大(郭志刚, 2004a)。

最新人口数据可以用来回溯 2000年或更早年份的 T FR水平并对以往调查结果再做评估。笔者

对 2005年小普查数据的分析表明, TFR在 1996年落入 1 5以下, 2000年降到 1 4, 之后的 3年还略

有下降。笔者对 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同样表明, 1995~ 2003年期间的

TFR大体都在 1 4以下 。也就是说,尽管这两个最新调查在 2005 年 T FR上出入极大 ,但是它们

都并未否证 2000年左右 T FR可能 很低 。

其实, 问题要害并不在中国 2000年时真实 TFR是否在 1 5以下,略高于 1 5又怎么样呢? 但是

1 5与 1 8的差别就不能忽视了。更重要的是,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大形势长期搞不清楚, 前进方向和

具体任务根本就无法明确, 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 就转化成了千方百计维持现状。

在 1970年代,中国面对生育率很高、出生量很大的局面, 为了迅速遏制人口高速增长的势头, 计

该数值系根据普查间同队列人数比较的差异比较再加一点保险系数取得的漏报率。

张维庆主编 2006 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数据集 ( 2008)公布的 TFR统计从 2001 年开始, 其中 2001~ 2003

年的 TFR值分别为 1. 406、1. 347、1. 299。

这两个调查都一致反映出 2004 年 T FR 略有回升,但是小普查的 2005 年 TFR又回落到 1. 4 左右, 而人口和计划

生育调查得到的 2005 年 T FR 则为 1. 736, 并且根据该调查公报, 2006年 TFR 继续跃升到 1. 8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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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生育政策逐步从紧从严,乃至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要求和限制。从长期和整体发展角度,

当时采取从严控制生育有其必要性。然而即便在那时,也需要考虑政策的可行性,考虑群众的实际困

难,力争合情合理。1984年生育政策 开小口子 的调整,扩大了农村育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范围,

就是兼顾必要性和可行性的体现。但是,这次生育政策调整的工作没做好, 导致了一段时期的混乱失

控局面,又经过几年不懈努力,最后达到稳定, 并形成了延续至今的现行生育政策。现行生育政策的

人口学意义是: 加速完成全国向低生育率的转变, 追求减少人口增长并最终达到人口零增长。其中,

要求一部分夫妇实行 很低 、极低 和 超低 生育率在这一生育转变过程中的实质作用是抵消部分

人口高生育的影响。

必须明确, 很低 、极低 和 超低 生育率要求只是加速人口转变时的一种矫枉过正的手段, 意

味着相当一大部分夫妇和家庭为国家发展承担了很大牺牲,并不是说这种要求本身标志着文明和进

步。因此,完全不能因为群众的生育意愿高于现行生育政策要求就认为群众觉悟不高,生育观念转变

还不够。还有一种说法则是将严格的生育政策与群众生育意愿之间存在差别视为计划生育的 基本

矛盾 ,其实是混淆了计划生育国策与具体生育政策之间的差别, 以为这种具体生育政策的严格性天

然合理,忘记了它所包含的时期性权宜成分,没有认识到这种矛盾既不是计划生育的基本矛盾, 而且

其发展结局肯定不会是群众的生育意愿降到现行政策要求水平, 而是必然以适时调整现行生育政策

而告终。

实际上,群众的生育意愿( 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调查统计为平均 1. 7个孩子)虽然高

于生育政策要求的平均 1 5个孩子,但是已经显著低于更替水平。这种情况不仅标志群众的生育观

念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 而且这么低的生育意愿甚至有些令人忧虑, 因为它距离更替水平已经过大,

意味着恢复到更替水平的潜力不足。但愿这种生育意愿水平体现的是群众针对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

的生育意愿,而不是纯粹的个人生育意愿。

3 对近年生育率估计的简要评论

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之所以不相信调查取得的低生育水平、并将其调到 1. 8水平,主要是对调查

的 TFR结果甚至低于生育政策要求而 无法理解 , 同时又看到实际中依然存在超计划生育和多孩生

育现象,因而便判断调查生育率低 只能是 由于大量的出生漏报。

实际中的确可以看到依然存在的超生现象, 但是我们可直接观察的永远只是某个局部的个体现

象,在把握全局时更重要的则是这种现象在总体中占多大的比例。在近年普查和调查的数据中也能

看到生育很多孩子的案例,但所占比例极小。1990年代以来各种调查统计都表明了多孩生育情况越

来越少,已经降到极低水平。而近年的 T FR中一孩 TFR已经占到了 65%以上, 二孩 T FR比例均在

30%以下,而多孩 TFR比例均在 5%以下。

一些研究认为近年普查和调查出生漏报率还在 30%以上,有的依据 1990年代各年人口变动调查

公布的出生数来判断,有的依据教育部各年小学入学儿童统计数来判断。虽然这些研究都有自己的

证据,但是证据并不确凿。还有的研究则依据普查或调查数据中 35~ 39岁或 35岁育龄妇女的平均

曾生子女数来判断出生漏报和真实生育率则属于一种方法错误。

1990年代各年公布的出生数和出生率都来自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的估计, 并且公布时都经过了上

调,于学军、王广州( 2004)对此称之为 加水 。那么 加水 加得幅度有多大、是否有道理,得先理论一

番才能作为参照用来评价普查数据。我认为(郭志刚, 2004b) , 这种作法还有本末倒置之嫌, 本来应该

是普查结果更权威, 并用于纠正年度抽样调查的误差才对。

而教育部小学入学儿童统计与相应各年度公布的出生数看起来比较对应, 一是兼有上述 加水

问题,并且这种对应到底是一致性地反映了事实还是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参照关系也并不太清楚。另



4 人口研究 32 卷

外,教育部小学入学统计即使反映了事实,也只能用于评价 6年以前的出生数,并且还要涉及到小学

入学率的准确性,因为所用的入学率越低那么估计的出生漏报率越高。那么再将几年以前的出生漏

报水平外插到当前年份则要涉及更多的假设、承担更大出错风险。

至于普查或调查数据中育龄妇女的平均曾生子女数, 反映的则是不同队列在某一时点上的生育

结果,其实是以往多年生育情况的累计水平。我以前曾经撰文质疑过用 2000年 35~ 39岁队列平均

生育数来推断当时的出生漏报和估计真实生育率的方法,指出这个队列的生育大头其实发生于 10年

以前(即 1980年代) ,并且用队列累计生育率图形做了证明(郭志刚, 2004b) 。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

用 35岁一个年龄组平均生育数的判断方法,因为它更多地反映了 5年以前的生育情况,而不是当前

的情况。因此, 2000年普查的 35 岁组妇女的平均生育子女数 1 75 应该显著高于 2000 年的真实

TFR,而 2005年小普查的相应结果 1 55也会略高于 2005年的真实 T FR, 而这两个累计生育数其实

主要反映的还是 1990年代的生育情况。并且,这种队列指标由于在近乎完成生育的年龄测量, 因此

其中并不包含推迟生育的时期影响, 这与可能被时期进度效应严重扭曲的 T FR 很不一样, 两者之间

缺乏可比性。

估计当前真实的生育水平是一个极为复杂和困难的问题。在目前底数不清情况下,应当鼓励应

用不同数据来源和方法的尝试,同时还需要加强学术交流, 取长补短,反对先入为主和一言堂的倾向。

由于把握当前人口状况和生育水平最终还是要依赖于较高质量的调查统计数据,我们期望政府部门

更加关注人口统计工作, 加强调查和统计方面的投入,扩大现有各种数据资源的开放程度, 充分听取

专家学者的意见、发挥他们的作用,并加强和引导科学研究的学术交流。

4 中国低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

1990年代以来,中国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在讲人口形势时或人口规划中所用 TFR水平

却成了一条亮丽而不变的风景线, 并且它与实际调查的 TFR水平相去甚远,反映出生育率研究的迷

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低生育水平缺乏理论认识和深入分析。由于对生育率的认识禁锢在

传统生育研究理论和框架中, 所以乍一看到低生育率或很低生育率时, 便自然不能理解,进而认为这

只能是出生漏报的结果, 进而要寻找根据将其调整到主观上能够接受的水平。

传统的生育率研究关注的是如何尽快降低过高的生育率。比如, Bongaarts与 Pot ter( 1978)提出

的生育率影响因素模型便是这样一个经典的生育率模型,它用于研究结婚率、避孕率、人工流产率、不

孕率这些因素是如何抑制了人类自然生殖力并从而达到实际生育率。

经典的生育理论则表述了生育转变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发生的, 其中文化传统与传播也起着重

要作用。中国的人口理论则进而主张计划生育可以促使生育率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时就超前下

降,同时 多子多福 、无后为大 等中国传统生育观念又会阻碍生育率的下降。

但是,这些分析模型和理论都并不适用于研究近年出现的低生育率,因为面对的形势和问题都发

生了重大变化。过去,生育率总是高于人们的生育意愿, 要研究的是它为什么高, 有什么办法使它降

低。而低生育率的一般特征则变为, 实际生育率显著低于生育意愿, 我国的情况也不例外。这时, 生

育率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生育率为什么这样低,以及有什么办法能将其提高一些。并且,我国还出现了

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新问题。比如, 尽管其他低生育国家的 T FR很低,然而平均生育意愿一般都还稳

定在更替水平左右; 然而我国 2001年和 2006年计划生育调查的平均生育意愿只有 1. 7, 远低于更替

水平。再有,过去我们习惯性地认为是计划生育主导了中国生育率的下降, 但是现在的 TFR水平甚

至低于生育政策要求,更显得不可思议。于是, 当这些新现象出现后, 似乎只能以严重的出生漏报来

这种队列的年龄别累计生育率的比较提供了更多信息, 还有助于对年轻队列生育发展趋势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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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这时,新的实践急切呼唤着新的理论和分析模型。

全世界有越来越多发达国家进入低生育水平,甚至有的还极低。1997年时就已经有 51个国家和

地区、44%的全球人口处于低生育水平。这种状况在全球范围引起了极大关注, 联合国为此于 1997

年专门召开了专家会议, 讨论低生育水平的问题, 并将有关文献编了一本 低生育率 专集 ( U nited

Nat ions, 2000)。其中著名人口学家 Bongaarts在对联合国人口司背景报告的评论中指出(该专集第

3~ 6页) ,用 T FR这样一个时期生育测量指标作为终身生育率估计时存在着严重缺陷。比如, 当以

TFR= 2 1作为更替水平时,实际上就是在说终身生育率问题。但是当生育年龄处于变化时,作为时

期指标的 TFR会受到这个因素的很大影响,再用 T FR 来作为终身生育估计便存在很大歪曲。就在

这次会上,他提出了对 T FR 做去进度效应调整的初步思路, 并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数据结果举例说

明,经过这样调整的 T FR 指标可以对终身生育水平做出更准确的估计(这种调整方法随后由 Bonga

arts和 Feeney ( 1998)联名正式发表)。

自那以后, 低生育水平研究越来越多,涉及了方方面面,比如以往的生育率变化史、低生育水平的

影响因素、未来生育率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低生育水平的政策干预, 等等。毫无疑问, 这些新的研究框

架和视角对我们理解中国的低生育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Bongaarts( 2001, 2002)根据新形势还提出了研究低生育率的理论模型。这个新的模型不再以自

然生殖力作为参照, 而是代之以意愿生育数量作为参照来研究 TFR。Morgan( 2003)在就任美国人口

学会会长的演说中着意推荐了这一模型,并且做了示范性分析。Morgan以公式方式将这个模型表达

如下:

T FR= Fu F r Fg F t F i Fc I P

其中:

F u– unw anted fert ility, 非意愿生育 F t– tempo ef fect, 进度效应

F r – replacement effect , 替补效应 F i – infecundity, 不孕效应

Fg – gender preferences, 性别偏好 F c – compet ition, 竞争效应

T FR– Total Fert ility Rate, 总和生育率 IP – Intended Parity, 意愿生育数

这个模型是个乘式模型,其中各影响因素对 T FR提高或降低的作用分别以大于 1或小于 1的效

应乘数值( F)表示。前三项因子往往会导致实际生育水平提高,包括非意愿生育、子女性别偏好、因以

前所生子女伤残死亡的替补生育。而后三项因子却往往会压抑实际生育水平,包括推迟生育的时期

进度效应、原发性和继发性不孕的影响、以及为追求其他人生目标而放弃原定生育的竞争效应。

显然,这个新模型是专门为研究低生育水平设计的, 所以它的视角与原来经典模型有很大差别:

其一是参照点由自然生育力转变为生育意愿;其二是模型的影响因素不再只是抑制性的,也包括了提

升性的。当抑制性因素的总影响(因子连乘积)大于提升性总影响时,就会产生实际生育率低于生育

意愿的结果,反之亦然。后来,国际学术刊物上又发表过更多有关这个模型的研究,这一模型本身正

处于从理论模型向操作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之中。而我国生育率研究以前主要关注的是出生漏报问

题,对低生育率影响因素研究极为薄弱,有些方面甚至还是空白。尽管如此,借助这种新的研究视角,

仍然可以大略地梳理一下中国的具体情况。

我国现有的生育意愿调查研究文献相对较多(风笑天、张青松, 2002) ,但全国性涉及生育意愿问

题的调查则是始于 1997年的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由于其中生育意愿回答选项偏重于子女性

别的组合分类、以及包括像 至少 、越多越好 、顺其自然 等类别, 因而更适于做类别分布统

计,很难计算平均理想子女数。周长洪和黄宝凤( 2000)研究发现,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数量与其实际

拥有子女数和年龄正相关,而与其教育程度和收入负相关。2001年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调查中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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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意愿数据已经比较容易定量化了, 所计算出的全国平均生育意愿子女数为 1 78 个孩子(郑真真,

2005)。至于本文前面所给的相应统计数 1. 70与之不同,则是因为计算中将编码为 9的 无所谓 这

一类别案例作为缺失、而不是作为想要生育 9个孩子来处理。根据 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

主要数据公报(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司, 2007) , 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 1 73 个, 与 2001

年调查大体持平。

我国调查的生育意愿数的主要问题是,数据显然多少受到育龄妇女所执行的生育政策和现有子女数

等实际情况的影响。比如, 2006年调查公报提供的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

为1 78个和 1 60个,东、中、西部地区依次为1 70个、1 74个、1 77个,表明非农户口的妇女相对更多地

表达了个人生育意愿,而农业户口妇女的回答更接近于现实条件下的生育数或生育计划数。由于生育意

愿是上述新生育模型的基本参照,因此这种情况会直接影响到它在中国情况下的应用。

模型的第一个影响因素非意愿生育对生育水平起提升作用,这种影响仍然会长期存在, 但是在今

天由于避孕节育服务的普及, 它的影响幅度已经较小了。同样,当前由于所生孩子死亡、伤残等原因

而需要替补生育的情况对总生育水平的影响应该也不太大。并且,这类替补生育应当是要向计生部

门报批的,所以计生部门可以通过有关数据统计来确定其影响幅度。为了进行后面的模型示意计算,

暂且将这两个因素的效应分别定为 1 05和 1 02,表示有点影响但影响不太大。

在该研究模型中,性别偏好本来是作为提高生育率的因素存在的, 而中国又在生育性别偏好上很

强烈,这从有关生育性别意愿分析和严重偏高的出生性别比上都得到了充分表现。但是,由于生育政

策的限制和理想生育数本身已经很少, 满足性别偏好的主要方式已经主要不是通过多生、而是通过胎

儿性别鉴定加选择性人工流产来达到的。因为这样一来,既可以避免超计划生育,又可以避免非意愿

性别的生育。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性别偏好就不仅不会提高生育率, 反而使一部分本应出生的女胎被

人工流产了,以致降低生育率。并且, 这种生育率降低一定会伴随着相应的人工流产数,而且既与已

有子女性别和理想子女性别相联系,同时又会与生育政策限制要求相联系(指不愿意为多生而受罚)。

陈卫( 2005a: 122~ 124)的研究发现,出生性别比失调与人工流产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 。杨书

章、王广州( 2006)则进一步指出,当人们干预生育性别时,原来靠增加生育次数满足性别要求而多生

的孩子可以不生,从而会促进生育率下降,并推导出某些类别的下降幅度 。他们提出的孩次性别递

进模型还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即结合实际调查数据来估计性别偏好导致生育率下降的总幅度。

总之,当子女性别偏好的实现方式由多生变化为通过胎儿性别选择与人工流产时,那么就不仅会

减少当年的生育数量,而且会导致生育推迟和生育间隔增大。因此, 在当前的中国,性别偏好的作用

就不但不是提高、反而是在降低生育率。反过来说,如果子女性别偏好还是靠多生来达到的话, 那就

既不会有很低的生育率, 也不会有出生性别比的持续严重偏高。2000 年普查时我国出生性别比为

116 9, 2005年 1%人口调查出生性别比为 120 5,这种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的统计结果本身表明, 当

前生育中的性别偏好极可能是通过胎儿性别选择加人工流产来实现的, 因而它的影响应该是压抑了

生育率。这种情况与西方低生育国家十分不同,但在韩国等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也同样存在。

进度效应指本来应当发生在本时期中的生育被推迟到以后,它可以根据各孩次平均生育年龄的

陈卫一方面发现先有一个女孩再生二孩时的性别比远高于先有一个男孩时的二孩性别比( 133. 5 比 101. 9) ; 另一

方面发现出生性别比失调与流产次数明显相关, 出生性别比在只有 1 次流产时为 109, 有两次流产时便上升到

121,有三次流产时则高达 144。

杨书章、王广州通过孩次性别递进模型推导出, 对于想儿女双全的人群, 要使 95%以上的妇女实现愿望,平均终身

生育次数必须达到 2. 94,而如果能完全控制生育性别,那么平均生育 2 次就够了。由此可见, 生育性别控制导致

这类人的终身生育率降低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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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量来加以测量。Bongaarts和 Feeney ( 1998)证明,潜在生育率 T FR (即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

它是对终身生育率更好的估计)与时期生育率 TFR之间的比例关系是由各孩次平均生育年龄变化量

决定的。上述方法经过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包括我国多年生育数据的实际测算(郭志刚, 2000) , 都能

证明 T FR 作为终身生育率的估计的确大大优于 T FR。

根据 Lutz等人的研究( 2003) ,欧盟人口在 2000年世纪之交时有 TFR约为 1 5,而其 TFR 约为

1 8, 也就是说生育推迟的时期效应使欧盟人口的 T FR降低了 0 3。而笔者对全国 1997年和 2001年

生殖健康调查(合并)数据的分析表明: 1980年代时由于生育年龄提前, T FR 比 TFR 平均高 0 171

(即时期生育高于终身生育) ; 而 1990~ 1995年时,推迟生育导致 T FR比 T FR 平均低 0 109,在 1996

~ 1999年期间,平均 TFR为 1 307, 平均 T FR 为 1 538。由此可见, 在 1990年代后期仅推迟生育已

经使 T FR偏低于终身生育率估计达 0 232, TFR仅占 TFR 的 85%(即 Ft值)。TFR偏低幅度在各

孩次上的分布为,一孩- 0 086,二孩- 0 131, 三孩- 0 015,分别占 36 9%、56 6%和 6 5%。这一结

果提示我们,由于二孩生育推迟占了总进度效应的一半以上,因此仅从初婚或初育年龄变化来判断时

期中是否存在推迟生育的效应显然是不够的 。

当我们知道进度效应的存在并且测量了它的影响幅度以后,那么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一直沿用的

1. 8的 T FR调整估计(对应出生漏报率至少在 30%以上)反倒令人不可思议了,因为那就意味着相应

终身生育水平估计将是 T FR = 1 8/ 0 849= 2 12,那么 2000年时的终身生育率在更替水平之上, 这

不但与 2001年的全国平均理想子女数 1 7对不上号 , 而且还远大于当时 35~ 39岁年龄组所拥有的

平均子女数 1 85! 并且,这还将导致没有任何余地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

下面再来看看不孕的影响。现代社会中自然环境变化, 社会节奏加快, 社会竞争加剧, 增大了人

们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对不孕也有一定的影响。不孕症目前是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而且有逐

年上涨的趋势。据报道, 现在美国不孕率为 10%~ 15% , 而欧洲的不孕率则达到 20%。我国的研究

发现,新一代已婚妇女的不孕风险明显提高, 1990年代后结婚的妇女不孕风险明显高于 1990年以前

结婚的妇女(优势比为 3 93倍) ,不孕可能会困扰越来越多已婚育龄妇女, 成为重要的生殖健康问题

(涂晓雯、高尔生等, 2000)。用当前国际上的不孕率标准口径对 2001 年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的分析表

明,我国原发性不孕率为 17%(高峻、高尔生, 2005)。

低生育模型中的竞争因子所反映的情况是, 因追求其他方面生活目标而产生与原生育意愿的矛

盾从而导致减少生育,即根据实际改变了原生育意愿。在中国传统的社会家庭关系中, 母以子为贵、

家庭追求多子多福(代表了前景好、机会多、势力大) ,因而导致多生倾向,所以这种竞争因子效应几乎

不需要考虑。然而在现代,妇女走向社会,接受与男性同样的教育, 同样参与社会经济生活, 有了个人

发展的机会。比如一些成功女性不愿因生育放弃现有职位和晋升前景, 甚至不愿意结婚以及不愿意

生育非婚子女等等。同时,在转入市场经济过程中,子女的抚养费用越来越大, 直接影响到整个家庭

的生活水平,这势必产生减少生育的影响。无论是人口转变理论还是现代化理论早就描述过这种趋

势,而且这种趋势已经是发达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经历。人口学家早就知道提高教育和收

入会降低生育, 只是一直存在着一种潜意识, 认为更替水平是生育率下限 , 并未考虑过低生育水平问

一些研究者就是这么得出其结论的。

按上述分析,这样调查的理想子女数水平应当是处于实际生育水平和纯粹生育意愿之间。

很有意思的是以更替水平作为下限的生育率口径也在不断变化。Bongaats 和 Feeney ( 1998)提出去进度效应方法

时本来是想用数据分析说明尽管时期生育率 T FR可以非常低, 但终身生育率估计 TFR 基本还在更替水平。但

是后来一些低生育率国家的实际变化趋势却是生育意愿大致还维持在更替水平, 而 TFR 也已经显著低于更替水

平了,所以便更招致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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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而国内学者和计划生育工作者的思维则也都局限在提高群众觉悟并使之接受计划生育政策要求

上,既没有看到对个人而言这种竞争效应导致的实际生育甚至可以为 0,也没有看到这种效应的发展

可以是计划生育之外的自发过程, 就像发达国家那样。

通过以上对各解释因子的讨论,我们还能看出不同因子之间还存在着互动,因此其单独的影响有

时很难划分清楚。比如, 由于怀孕生殖能力与年龄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因此晚婚、晚育和加长生育间

隔实际上不仅可以减少时期内的生育,而且推迟生育很有可能导致最后完成的生育量会低于原来的

生育意愿。一方面是由于推迟增大了不孕风险导致想生而生不出来; 另一方面则由于存在另外生活

追求而发生生育意愿变化。比较同队列在不同时点上的理想子女数有助于发现这种变化。Hagew en

和 Morgan( 2005)曾经用时期- 队列- 年龄分析方法研究过美国各队列妇女的生育意愿随时间和其

他因素而改变的情况。我国历次计划生育调查数据也可以采用队列比较法来揭示不同特征的妇女随

着年龄和经历不同在生育意愿上的变化。

归纳以上关于低生育模型中这些因子在中国的具体情况, 非意愿生育和替补伤残的生育的影响

不会很强;子女性别偏好由于采用选择性人工流产来达到, 因此在中国极可能成为生育的抑制因子;

而生育推迟效应、不孕的影响、以及其他人生目标的竞争效应则都是降低效应,尤其是生育推迟效应

还是相当显著的效应。以上梳理有助于我们看到,中国当前能够降低时期生育率的因素很多。尽管

目前这些因子的测量问题尚未解决,我们还是可以尝试用这个模型做一个示意性的测算。

如上所述, 将非意愿生育和替补效应定为 1 05和 1 02,假定竞争效应为 0 98,按照 1997年生殖

健康调查的原发不孕率水平推论总的不孕效应也为 0. 98,再代入 2001年生殖健康调查得到的 1996

~ 1999年期间的进度效应 0 85,并将 1996~ 1999年期间的平均 TFR水平 1 31和 2001年的理想子

女数 1 70代入模型(见以下公式)。由于原产于西方的该模型并未考虑 T FR 还可以受出生漏报的影

响,那么这个等式中只剩一个未知数,即性别偏好效应。

TFR = Fu Fr Fg Ft Fi Fc IP

1. 31 = 1. 05 1. 02 Fg 0. 85 0. 98 0. 98 1. 70 ( 1)

= ( 1. 061) Fg ( 0. 816) 1. 70 ( 2)

= Fg ( 0. 866) 1. 70 ( 3)

Fg= 0. 890 IP/ T FR= 1. 298

按照这些假定, 可求得非意愿生育和替补生育两个因子的总提高效应为 Fu F r = 1 061,而 3个

抑制因子(进度、不孕、竞争)的总效应为 F t Fi Fc= 0. 816。这 5 个因子的总乘积则为 0 866, 最后

求出性别偏好效应值为 0 890,大约抑制了 11%的生育。于是, 4个抑制因子的总效应为 0 727。最

重要的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将 IP 与 T FR之间相差的 1 298倍分别归结到不同因子上去了。然而, 如

果我们简单地认为低生育率只能由出生漏报来解释的话,则会认为漏报了 30%,那将是完全不同的另

一幅图景 。

此外,我们还可以根据中国实际来扩展这个模型。中国的生育政策在生育转变中起到了相当大

的抑制生育作用,当前每年出生中极低的多孩率和城市中庞大的独生子女群便是明证。同时,我们当

然也不能忽视出生漏报对时期 T FR的重要影响。于是,我们还可以在上述模型中再加上一些具有中

国特色的因素, 比如政策生育率起到了抑制部分生育意愿的实现,而出生漏报的效应则可以将实际观

陈卫、翟振武的研究( 2007)表明, 如果依据教育部小学入学儿童统计调整,不仅很低生育率是出生漏报导致的统

计虚幻,而且出生性别比也基本上是因为女婴漏报更严重导致的虚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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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的 T FR水平调高到其真实水平后再考虑其他效应。甚至还可以考虑在生育意愿与政策生育率之

间再加终身生育率一环, 通常在非意愿生育很少的情况下应当有:意愿生育率> 终身生育率> 政策生

育率,然后再加入各个影响因子以探究统计生育率或真实生育率与这 3种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可以

推论,在上述试算模型中如果加入漏报因子(对统计生育率的降低效应)、终身生育率和政策生育率两

个因子(为降低效应)将能够更好地解释作为调查结果的很低生育率与意愿生育率之间的差别。

在我们并无出生漏报及生育政策等影响测量值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对上述模型测算换一种理解

方式也行。如上所述,现有理想子女数调查数已经受到生育政策和现有子女数的影响,因此我们有理

由将这个 IP (生育意愿)调查值 1. 70直接视为(真实 IP 政策效应)的积。与此类似,可以将以上测算

求出的 Fg= 0. 890则视为( Fg 漏报效应)的积。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出生漏报和性别偏好人工流产

的话,可望有 TFR= 1. 31/ 0. 890= 1. 472。

以上测算不是认真的估计,所用参数大多为粗略假设值,目的只是为了示意定性分析加粗略定量

会有什么结果。但是它可以展示出当前生育问题上的复杂情况,有助于避免忽略其他解释因素,片面

夸大出生漏报的影响。并且, 它还将促使我们对有关因子投入更大的研究关注和操作化努力。当各

因子的测量都取得一定进展后,便可以使这个模型发展成经验分析模型。

5 人口流动对近年生育率降低的影响

除了以上涉及到的低生育率各影响因素外,其实中国生育率还存在着其他作用明显的影响因素。

由于篇幅所限, 下面仅着重讨论一下近年人口流动对生育率的影响。

改革开放引发的人口流动大潮是十几年来极为引人注目的巨大社会变迁之一。根据 2000年人

口普查数据,全国流动人口数量已经达到 1亿人以上(翟振武、段成荣, 2006) ,而 2005年 1%人口抽样

调查数据则表明,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 1 47亿人(段成荣、杨舸, 2008)。那么, 人口流动分别对来

源地和到达地生育水平的影响究竟如何? 梁秋生( 2004, 2005)曾就后者提出了 外来人口分母效应

的观点以及对京津沪大都市的分析结果,并引起一场学术争论。陈卫( 2005b)就此问题的分析表明,

在外来人口众多的广东省,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确极为显著,即外来人口的到来降低了广东省的生育

率。更重要的是,陈卫还发现在全国城市中普遍存在显著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只有京津沪是例外,

尽管外来人口很多, 但分母效应反而不太显著。我本人也参加了这场争论(郭志刚, 2005a, b) ,并就产

生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必要条件进行了讨论,以解释陈卫所发现的现象。但是,当时并未涉及人口流

动对原籍地乃至全国生育率的影响。

后来, 陈卫、吴丽丽( 2006)用 2000年普查数据考察了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结果不仅表明流动迁

移对生育率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 肯定了城市外来人口的生育率不仅低于农村本地人口,而且低于城

市本地人口。更重要的是这个研究已经发现,中国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出现了与已有的迁移生育率

理论的不一致。于是,他们的观点在文献研究中很自然地被看作 颇有争议性 的一类(陆杰华、肖周

燕, 2008)。

作为补充, 这里根据 2000年普查和 2005年小普查数据样本的分析结果(见表 1)来简要反映人口

流动对原籍地和现居住地生育率的影响、以及对全国生育率的影响。对两个数据分别都按现居住地

类型和户口性质计算了生育率。调查数据中的市镇县口径其实反映的是人口按现居住地的情况, 而

流动人口往往并不能改变其户籍性质, 因此户籍性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他们原来的情况。因此,

市和镇可以看作是原来的市镇居民加上流入市镇的农业户籍人口,县人口则是当前留在农村的农业

户籍人口。于是,表 1虽然并未直接对流动人口进行统计, 却仍然可以通过差别来反映人口流动对生

育率的影响。为了一目了然,表中最后两列提供了两个差值,其意义是:当市 T FR 减去非农 T FR 的

差取负值时代表流动人口效应拉低了市镇的生育率,反之代表抬高了市镇的生育率; 当农业户籍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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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R与县 T FR之差为负值时代表人口流动降低了农业户籍人口的生育率, 反之则代表提高的效应。

表 1 分别按现住地类型和按户口性质划分的总和生育率

年份 全国
现住地类型

市 镇 县

户口性质

非农业 农业

市减非

农之差

农业减

县之差

2000 1 228 0 891 1 123 1 425 0 951 1 330 - 0 060 - 0 095

2005 1 365 0 939 1 319 1 683 0 892 1 537 0 047 - 0 146

先看 2000年的情况,市减非农的 TFR差值为负,表明那时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低于原市区居民的

生育率,结果形成了 外来人口分母效应 ,起到了拉低市的 TFR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推论在 2000

年时这种效应同时也降低了镇的 TFR。这种结果其实与陈卫( 2005b)用同一数据取得的全国城市中

普遍存在显著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发现完全一致。但是,当时大家只专注于 外来人口 所到的 当

地 , 因而都未注意到结果另一面的意义, 即由于当时流动人口的生育率极低(甚至低于非农户口妇

女) , 作为农业户口一部分的乡 城流动人口就会大大降低了整个农业户口的生育水平(即农业减县

为负) ,并因而在整体上导致全国生育水平降低。

2005年的情况则很不同。这时市减非农的 T FR 差为正值, 因此市的 TFR是高于非农业户口

TFR的。这种现象不可能是现在的原市镇居民超计划生育多了,而是由于有其他允许生育二孩的农

业户口育龄妇女流入市镇,并在那里定居并生育子女所致。也就是说, 当前流入市镇的农业户籍人口

的生育水平高于原市镇居民, 因此流动人口效应起到了抬高市镇 TFR的作用。此外, 当前农业户口

的 TFR低于县口径的 T FR又表明,外出流动的农业人口生育率低于仍留在家乡的农业户籍人口的

水平。所以,当前乡 城流动人口的生育率虽然比原市镇居民要高, 但是却显著低于仍然留在原籍未

动的农业户籍人口。所以,在总体上乡 城流动仍然起着降低全国生育率的影响。

当然, 2000年时流动人口生育率 超低 目前还只是一个统计结果,这种结果到底是源于 2000年

普查的出生漏报极为严重,还是由于当时大部分流动人口真的出于某种原因而抑制了时期生育,还需

要(也能够)进行深入分析。但是, 流动人口本身有较高素质的选择性、由于流动而产生的婚姻生育推

迟、由于新的机会和追求而产生的竞争效应都可以导致其生育水平较低,所以现在的流动人口大军显

然已经不是从前的 超生游击队 了,那么它能够降低全国生育水平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

6 结语

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乃至达到很低程度,完全出乎人口学者的预料, 因为一贯默认更替水平

是生育转变的下限。低生育水平引起了相关各国政府和公众的震惊、不解和联合国的重视, 随之而来

的是大量关于低生育水平的新闻报导、专家和公众评论、理论研究、模型方法和经验分析的产生。

我国的情况却很不一样, 尽管统计上出现很低生育率已经好多年了,然而却是虽有迷茫但波澜不

惊,好像认定就是出生漏报这一个原因, 只待来日查实。出生漏报问题的确重要, 确实需要努力解决

这个问题,但是本文更加强调的是,当前研究视野是否足够开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生育率研究及其

结论。当前中国存在着多种降低生育率的因素,需要一一加以认真探索和研究。忽略这些因素, 就会

草率地下结论, 我们可能就会更久地陷在 见到低生育率统计结果 归因于漏报并调高生育率估计

继续严格控制 再次见到低生育率统计结果 这个怪圈里, 迟迟无法理解和正视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低

生育率新时代这个事实。总之,当前的人口现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 我们应当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与时俱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最重要的是, 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决策的原则

和方针就应当十分不同。过去决定生育政策时更强调 降低 生育率,现在把握好 度 就极为重要, 既

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为这个 度 决定了人口未来发展。人口发展的特点是周期长、惯性大,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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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 度 把握不好, 也会导致失误,也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难以逆转的长期影响。而要把握好这个

度 ,首先应当对当前生育形势心中有数,否则便无从评价我们的对策和措施现在所起的作用是否符

合国家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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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Low Fertility and Its Determinants

Abstract: China has alr eady attained low fertilit y; however , ther e is uncertainty around t he actual fer tility. This paper

summar izes classificat ion and discussion of low fert ility, and r ev iew s methodo log ical issues in estimating fertility o r

birth under- repor ting. U sing Bongaarts low fertility model, it is found that childbear ing po st ponement had a signifi

cant depressing effect on China's to tal fer tility r ate; w hile t he w ay in w hich son preference affects fer tility shifted fr om

multiple childbear ing into sex- selectiv e abort ions, thus reducing fer tility. Illustrat ive calculation show s that ignor ing

other facto rs depressing fer tility would lead to exagger ation o f the effect o f birt h under- repo rting on fer tility. F i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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